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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云冈石窟中的博山炉形象

398年，北魏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

北魏政权初期，战争不断，主要目的之一

就是掳掠人口和财物，其从被灭亡的各个

政权区域内俘获大量人口、财物，强制迁

徙、集中到平城及其附近。宿白在其《中

国石窟寺研究》一书中详细整理了北魏虏

获强徙到平城及其附近人口、财富的记录。

据统计，就人口而言，保守估计在百万人

以上，这些被强制徙出的地点，几乎都是

当时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迁移的同

时，北魏政权还特别注意对人才、技巧的

搜求。 《魏书》记载：“徙山东六州民

吏及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

十万余口，以充京师。”这使得平城在很

短的时间内，一跃成为北魏的政治、经济

和文化中心。这些被强制迁徙的地区中不

乏佛教发达的中心地区。不少研究者认为，

北魏佛教的兴盛，始于平定凉州（北凉）。

《魏书·释老志》记载：“凉州自张轨后，

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

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太延中，

凉州平，徙其国人于京邑，沙门佛事皆俱

东，象教弥增矣。” 其中重要的佛教国

家和地区如鄯善、焉耆、龟兹、疏勒、粟

特、于阗、渴槃陀、罽宾等都和北魏有较

密切的关系。 至此，平城已经具备了充

足的人力、物力、技术和雄厚的佛事基础，

在这种情况下，北魏皇室以其新兴民族的

魄力融合东西各方面的技艺，创造出新的

石窟模式，应是理所当然的事。

胡汉文化的交融注定了云冈石窟中多

元素的杂糅，博山炉形象就是其中之一。

崔叶舟通过对魏晋南北朝金属香炉类型学

观察，指出这一时期传统造型的铜博山炉

实物并不多见，且分布也较为分散， 目

前仅见于陕西华阴县晋墓、马鞍山市慈湖

乡林里东晋墓以及马鞍山市慈湖乡张家山

南朝墓 。但佛教图像中保留了大量的博

山炉图像。云冈石窟作为我国第一个由国

家主持开凿的大型石窟，其中有着丰富的

博山炉图像遗存，这些博山炉石刻出现在

石窟所刻绘的各个场景中，极具辨识度。

常见的主要有以下两种形式。

一种是呈动态被托举，人物常为供养

菩萨或飞天形象，带有幻想色彩。如第 5

窟南壁供养菩萨和第 6 窟中心塔柱东面下

层佛龛左侧供养菩萨（图 1），皆为一手

轻举博山炉的造型，神情平静而优雅，仿

佛沉浸于闻法的快乐之中。第 8 窟主室窟

顶和后室窟顶的双飞天（图 2），皆为其

中一双手捧莲，另一右手叉腰，左手托博

山炉的造型。第 10 窟窟门顶部为四位飞天

簇拥着一座博山炉，雕刻繁复精美，两侧

有对称的卷曲花枝造型装饰（图 3）。

另一种则呈静止状态，常位于佛像下

方的中央位置，两侧常有僧人或供养人对

称出现，更加贴近现实，如第 11 窟西壁南

端第二层右侧圆拱龛（图 4）以及第 16 窟

南壁西龛龛基（图 5）。

总体来看，云冈石窟中博山炉的形象

较为相似，其造型基本由水滴状的炉盖和

炉体、炉柄及底座四部分组成。细节上来看，

一些炉盖上雕刻有细致的花纹，大多数则

并未过多刻画，从整体来看，它们的结构

与外部轮廓大致相同。

二、香花供养——佛教与博山炉

香供养位列佛教“香、花、灯、涂（涂

香）”四供养之首， 行香为佛教常见仪

式，在佛教兴起的印度地区人们就有焚香

的习惯，法显《佛国记》中就记载了当时

的佛教国家只要有能力，就会进行焚香、

香花供养。 佛经中把香称为“佛使”，《增

一阿含经》云：“若有设供者，手执香炉

而唱时至。佛言：香为佛使。故须烧香，

遍请十方。” 可见佛教中的香炉在传入

中国前就已经盛行。

此外，佛教文化中“事火为道”的火

坛图像在形制和图像程序上与香炉都有许

多相似之处。这类火坛也常常被手持或置

于佛像底座中央，外形多呈现高足豆形，

云冈石刻博山炉形象渊源
文ˉ武  灵ˉ 练春海 

[ 内容摘要］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扬与兴盛，博山炉由前代的奢侈品转变为宗教信仰中象征虔诚之符号，被镌刻在佛教造像上。云冈石窟中有着大量的博山

炉图像遗存，奠定了后世佛教造像中的博山炉供养模式。魏晋以来，随着制瓷技术的发展，传统铜博山炉走向没落，陶瓷博山炉开始兴起，造型也与传统

博山炉大相径庭，受到佛教文化的影响，博山炉上传统的山峦、动物逐渐被佛教的莲花所取代。综合而言，云冈石刻博山炉形象主要源于魏晋时期流行的

实物与汉代博山炉图像的结合。

[ 关 键 词］云冈石窟  博山炉  图像渊源

图 2ˉ云冈第 8窟后室窟顶中部飞天图1̄ 第6窟中心塔柱东面下层佛龛左侧供养菩萨（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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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由底座、炉柄、炉体和火焰构成。始

建于公元前 3 世纪的孔雀王朝阿育王时代

的桑奇佛塔，是印度早期佛教艺术的重要

遗存，也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且保存最完

整的佛塔遗迹，在桑奇大塔东门左边立柱

的内侧第二层，“降伏毒龙”和“事火外道”

两幅浮雕图像上，就有火坛图像，呈高足

豆形，支柱中部内收，上有火焰（图 6）。

犍陀罗艺术中的佛教雕塑也常描绘带

有礼拜者的火祭坛，这些描绘经常出现在

佛陀、悉达多菩萨和弥勒菩萨的底座上。

拉合尔博物馆所藏的犍陀罗造像中，就有

两尊佛教造像，上为弥勒造像，底座中部

有一火坛，其外形为仿高足豆形，方形底座，

支柱中部略收，两侧有供养人（图 7）。

考古发现的北朝至隋唐时期的入华粟

特人墓葬中，就常见祆教的火坛图像。如

北魏茹小策合邑一百人造像碑，碑阳神座

下刻一大火坛，飞龙围绕着坛柱，坛座刻

一正面神首。 北魏苟景墓志志盖下侧有

二神拱卫着一个方形祭坛，升腾着火焰，

外周饰以花瓣与花叶。 中国国家博物馆

藏的一座北朝石堂，其中刻画的群胡出行

图和祆教大会图（图 8）中，就有卷发胡

人擎举火坛，神情虔诚敬畏。 这三座火

坛形制大致相同，均为仿高足豆形，由底座、

支柱、火盆和火焰组成。底座方形，扁平，

支柱较细，中部略收。 安伽墓、康业墓、

史君墓和李诞墓等北周墓葬中，均有火坛

图像。

5 世纪至 6 世纪是祆教火坛和佛教香

炉图像在中国中原的交流高峰，二者共同

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在图像上相互吸

收和借鉴。从形制与功能来看，二者与博

山炉颇为相似。从外形来看，二者皆有底

座、炉柄、炉身三部分，区别则是博山炉

顶部为山形炉盖，而火坛则是升腾的火焰。

从功能上来看，博山炉用于燃香，而据考

证，拜火教也是有利用香料来祷祝这一行

为的。

佛教源自域外，在最初传入中国时，

与北方游牧民族同被儒家视为与“华”相

悖的“夷”，与汉文化之间有着明显的冲

突，也还未发展出后来严肃的祭拜仪式，

在这样的情况下，佛教借用中国固有的传

统文化为参照对自己进行改造，因此一开

图 3ˉ第 10 窟窟门顶部飞天 图 4ˉ第 11 窟西壁南端第二层右侧圆拱龛

图 5ˉ第 16 窟南壁西龛龛基供养人

图 7ˉ 拉合尔博物馆藏犍陀罗造像底部火坛图像（笔

者自绘）

图 6ˉ 桑奇大塔东门正面左柱内侧上的火坛图像（笔

者自绘）

图 8ˉ石堂左立面群胡出行图、石堂背面祆教大会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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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儒、佛、道思想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

徐清祥通过考察，发现建康、襄阳、庐山、

会稽等当时南方佛教传播的主要地区同时

也是儒家思想与道教盛行的地区。他进而

指出佛教与汉文化之间的这种重合关系：

“这说明，凡是儒教、道教活跃的地方，

佛教就必然活跃；反之，凡是没有儒教与

道教的地方，佛教也就无法生根。” 在

这种情况下，佛教须以中国社会熟悉的方

式来表现佛教信仰内涵，博山炉形象在佛

教造像中的运用就是一个具体的表现。

罗森将西汉时期的博山炉称为“中国

香炉或香熏器皿中最为华丽的形式”，博

山炉是汉人追求长生和升仙观念下的产物，

在成为佛教供养法器之前，其本身就带有

祭祀与礼仪的神秘色彩，从考古发掘的情

况来看，除了作为日常用器，博山炉在墓

葬中摆放的空间显示其可能在丧葬仪式中

作为祭祀供品。 早期中国佛教便是融合

在升仙信仰中的，民众把佛等同于其他仙

人一样共同祭祀，佛教原有的烧香供养习

惯与我国的用香习惯相结合，民众将珍贵

的博山炉用来供养神佛以示虔诚，在佛教

造像中，当地的工匠用人们更为熟悉的博

山炉形象取代了原有的火坛或香炉，博山

炉也就融入了佛教图像中。

在云冈石窟之前，一些单体造像碑上

已经有了博山炉的形象。较早的有北魏永

兴三年（411）造像碑，现藏西安博物院。

背屏式，主尊为弥勒。底部中央为香炉，

香炉为仿博山炉样式，造型古朴，支柱中

央有系带。香炉左右两侧有两对供养人。

北魏始光元年（424）魏文朗造像碑（图9），

碑阳与碑阴处刻有博山香炉，香炉底座和

顶部皆有花枝延伸，两侧有供养人。太平

真君三年（442）鲍篡造石塔底座，中央有

一香炉，底座为莲花座式样，其下有力士

托举。香炉两侧为对称分布的双狮。河北

蔚县北魏太平真君五年（444）朱业微石造

像（图 10），底座正面中央有一尊博山炉，

左右两侧为供养人，均面向博山炉。这些

造像石皆完工于太武帝灭佛运动（444）之

前，应是北魏前期石造像中具有代表性的

典型作品，可见在云冈石窟之前，博山香

炉供养佛像的模式已经成型。

三、云冈石刻中的博山炉形象来源

显然，这些频繁出现的博山炉并非当时

工匠的凭空想象，而是有一定的实际参照。

（一）实物形象

实物博山炉是云冈石刻博山炉形象的

主要来源之一。按照用途，博山炉可分为

明器博山炉与生器博山炉。明器也称鬼器，

是专门为墓葬准备的器物，而生器则是死

者生前使用的器物。

我国的香文化历史悠久，春秋战国以

降，就有关于用香的记载。西汉中期以后，

博山样式的熏炉开始流行起来，起初这类

奢侈品只在王公贵族之间使用。宋《考古图》

载“汉王侯至封地就职，则赐博山香炉”。

考古资料显示，目前出土这些精美博山炉

墓葬的墓主基本都是汉代诸侯王，也证实

了这一点。艾素珊（Susan N.Erickson）

指出，相对于普通熏炉，一个墓葬中通常

只会发现一件博山炉，而且同一墓葬中出

土的博山炉通常要较其他熏炉精美许多。

南宋赵希鹄也说博山炉“乃汉太子宫所用，

香炉之制始于此”。 西汉早中期墓葬中

出土的铜博山炉（图 11），以陕西茂陵陪

葬坑出土的金黄涂竹节熏炉、河北满城汉

墓出土的错金云纹博山炉和铜骑兽人物博

山炉为典型代表，对比其他墓葬中出土的

铜博山炉可知，陪葬铜博山炉的材质、装

饰和工艺会根据墓主的地位而有所变化，

如西汉安成侯墓和包头市九原区召湾 88 号

墓葬出土的铜博山炉，整体形制便远不及

前者。

博山熏炉承载着汉人升仙与长生的美

好向往，上有所好，下必兴焉。随着上层

社会中博山炉的流行，一些中下层阶级的

汉代墓葬中也出现了许多简化的博山炉以

及仿制品，以此来满足人们对这种器物背

后所象征的富贵生活的向往。练春海指出：

“博山熏炉在汉代普通百姓乃至富豪看来

定然亦如车马（出行）那般是地位显赫的

象征，所以他们虽然生前没有资格享用或

是享用不起，但是死后也要想方设法来实

现这个遗愿。”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

作坊开始尝试制作廉价的代用品，因此，

图 9ˉ魏文朗造像碑碑阳、碑阴，始光元年（424）（笔者自绘）

图 10ˉ 北魏太平真君五年（444）朱业微石造像正面（图片引自蔚县博物馆：《河北蔚县北魏太平真君五年朱业微

石造像》，《考古》1989 年第 9期，第 8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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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ˉ 西汉早中期墓葬中出土的铜博山炉 ˉ1. 错金云纹博山炉，河北满城汉墓出土；2. 铜骑兽人物博山炉，河北

满城汉墓出土；3. 汉代青铜博山炉，包头市九原区召湾 88 号墓葬出土；4. 西汉铜博山炉，西安安城侯墓出土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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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铜博山炉兴起后，陶制博山炉紧随出

现，这类陶博山炉在造型和装饰上模仿了

实用的铜博山炉，但常常没有出烟孔，已

不具备实用的功能，而是“貌而不用”的

明器了。

当然，制作粗糙的博山炉并非都是明

器，那些专门为死者制作且无法使用的才

可以被定义为明器，一些陶博山炉也可能

曾作为生器使用，它们是中下层阶级可以

消费得起的廉价品。如浙江省安吉县递铺

镇古城出土的西汉原始瓷划花熏炉，盖上

划刻重叠山形纹饰并有镂孔，盖顶贴塑一

飞鸟；河南省三门峡市博物馆藏的汉灰陶

博山炉，瓣片之上有精细的百兽花纹，每

一层之间都留有出烟孔；还有宁夏中卫县

出土的东汉陶博山炉，造型别致，设计精

巧，炉盖呈山峰状，有镂孔，盖顶置一小塔，

其造型和工艺都可算是已出土博山炉中的

佼佼者。 与通常所见的明器博山炉不同，

它们具有实用性，可能作为生器被使用过，

而后作为陪葬品埋入墓中。总体来看，虽

然大部分的陶博山炉质量不如铜博山炉，

但从一些较为精美的陶博山炉可以看出，

汉代陶博山炉的制作工艺已趋成熟，且有

着从明器向日常用具转化的趋势。

三国时期的瓷熏炉简单、朴实，主要

以罐形为主。 如湖北省出土的青釉香熏，

敛口，圆唇，鼓腹，圈足外撇。这一时期，

由于技术水平的限制，再加上战乱频繁，

熏炉并未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用具，再加

上曹魏政权提倡“雅性节俭”，曹操在《内

诫令》中作出具体的规定：“昔天下初定，

吾便禁家内不得熏香”“昔天下初定，吾

便禁家内不得熏香。后诸配国家为其香，

因此得烧香。吾不好烧香，怀不遂所禁，

今复禁不得烧香，其以香藏衣着身亦不

得” ，这一禁令一定程度遏制了当时熏炉

的使用和发展。

魏晋时期，皇室贵胄中铜博山香炉沿

用不衰。 “博山炉”一词最早出现于晋葛

洪辑抄的《西京杂记》中：“又作九层博

山香炉，镂为奇禽怪兽，穷诸灵异，皆自

然运动。” 据《晋东宫旧事》中所载：“太

子初拜，有铜博山香炉一枚。”“太子服

用则有博山香炉，象海中博山。”“泰元

二十二年，皇太子纳妃王氏，有银涂博山

连盘三升香炉二。”可见博山炉仍延续着

汉代以来的尊贵血统。此外，六朝咏物诗

中也不乏士人对博山炉的赞美，如梁昭明

太子有《铜博山香炉赋》：

信名嘉而器美，永服玩于华堂。

南朝陈的《玉台新咏·古诗八首》：

四坐且莫喧，愿听歌一言。请说铜炉器，

崔嵬象南山。

上枝以松柏，下根据铜盘。雕文各异类，

离娄自相联。

谁能为此器？公输与鲁班。朱火然其

中，青烟扬其间。

从风入君怀，四坐莫不欢。香风难久居，

空令蕙草残。

南朝齐刘绘的《咏博山香炉诗》：

参差郁佳丽，合沓纷可怜。蔽亏千种树，

出没万重山。

上镂秦王子，驾鹤乘紫烟。下刻蟠龙势，

矫首半衔莲。

旁为伊水丽，芝盖出岩间。复有汉游女，

拾羽弄馀妍。

荣色何杂揉，缛绣更相鲜。麇麚或腾倚，

林薄杳芊眠。

掩华终不发，含薰未肯然。风生玉阶树，

露湛曲池莲。

寒虫悲夜室，秋云没晓天。

还有南朝梁沈约的《和刘雍州绘博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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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炉诗》：

范金诚可则，摛思必良工；凝芳俟朱

燎，先铸首山铜。瑰姿信岩崿，奇态实珍

珑；峰嶝互相拒，岩岫杳无穷。赤松游其

上，敛足御轻鸿；蛟螭盘其下，骧首盼层

穹。岭侧多奇树，或孤或复丛；岩间有佚

女，垂袂似含风。 飞若未已，虎视郁馀雄；

登山起重障，左右引丝桐。百和清夜吐，

兰烟四面充；如彼崇朝气，触石绕华嵩。

“上镂秦王子”“下刻蟠龙势”“赤

松游其上”“蛟螭盘其下”，都是对博山

炉外形的描写，虽然诗歌中可能会有一定

的夸张成分，但至少可以说明当时人们的

确是见过，或者是从前人描述中了解博山

炉的。

实际上，魏晋南北朝时期，铜质熏炉

并不多见，虽然基本都是模仿汉代铜熏炉

的造型，但目前并未发现铜博山炉的存

在。 如北京西郊西晋王浚妻华芳墓博山

饰铜香熏，南京市象山王氏家族墓出土东

晋铜香熏、石门坎出土的六朝铜香熏，在

炉盖上皆有博山饰的装饰，但其并非博山

炉，在做工上较汉代铜博山炉也粗糙许多。

与金属材质的熏炉相比，陶瓷香炉制作成

本低廉，可塑性高、耐腐蚀。这一时期，

随着南方制瓷技术的发展，陶瓷香炉在造

型和质量上较先前有了显著的提高。西晋

时期常见的香熏炉体造型多为球形或水滴

形，承盘多为折沿，底部有三足。

到东晋时期，瓷质熏炉成为日常用品，

造型更加多样，特别是当时贵族士大夫盛

行“熏衣剃面，傅粉施朱”的生活方式，

各种小巧精美的香熏应运而生，其中不乏

对博山炉造型的模仿。如南京前新塘出土

的博山饰陶香熏，明显为汉代传统的博山

炉造型；还有南京幕府山出土的东晋飞鸟

纽陶香熏，炉盖顶上有立鸟作为装饰，汉

代也有一些博山炉炉盖上以立鸟作为装饰，

如湖南博物院藏的汉代人形柄鸟兽纹铜博

山炉和河北省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

错金博山炉，盖钮皆为立鸟造型。

此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博山香炉与

汉代相比，原本的博山饰向着更加抽象的

形式演进，并且融合了更多莲花意象。一

般认为，这类博山香炉的式样是受佛教传

入的影响，但其实这类造型元素并非完全

来源于佛教，植物纹样的博山炉在汉代就

已经十分流行，如广州汉墓出土的花蕾形

博山炉，报告称其“器盖如一花蕾形状，

盖面的镂空图案突破了以前的格调，以瓣

叶形立体图案为主体，造型新颖” 。还有

山东博物馆馆藏的一件东汉博山炉，炉盖

与炉盘也设计成了类似花苞的样式。后来

受佛教影响，莲花样式的博山炉才成为主

流。具体表现为，原本的山峰形状拉长，

演化为莲瓣一般的样式，如江西省丰城市

荣塘乡东晋墓出土的东晋青釉博山炉（图

12），福建省建瓯市城关镇水南南朝墓出

土的南朝青釉博山炉，福建省福州市洗塘

乡金鸡山出土的南朝青瓷人物香炉等，都

有着莲瓣形的炉体，同时向着更立体的方

向发展。

虽然目前魏晋南北朝时期还未有青铜

博山炉出土，但在百济青铜大香炉上（6—

7 世纪，相当于中国南北朝末期），仍可

看到汉代青铜文化的沿袭（图 13）。据宋

人徐兢的《宣和奉使高句丽图经》记载：

“博山炉，本汉器也。海中有山，名博山，

形如莲花，故香炉取象。下有一盆，作山

海波涛鱼龙出没之状，以备贮汤薰衣之用。

盖欲其湿气相著，烟不散尔。今丽人所作，

其上顶虽象形，其下为三足，殊失元制，

但工巧可取。” 百济大香炉既融入了汉

元素，又具有朝鲜民族的特色，从造型上

来看，其继承了汉代博山炉的工艺，但其

炉体的莲瓣纹样和南朝流行的青瓷莲花樽

上莲瓣类似，应是受到当时南朝佛教文化

的影响。

图 13ˉ 百济国金铜大香炉，1993 年出土于百济王室寺

庙——扶余陵山里寺庙遗址

图 12ˉ 东晋青釉博山炉，江西省丰城市荣塘乡东晋墓

出土

图 15ˉ 绥德杨孟元墓墓门左右立柱画像（图片引自《中国画

像石全集 5：陕西、山西汉画像石》，第 65 页）

图 14ˉ 绥德墓门楣画像（图片引自《中国画像石全集 5：陕西、山西汉画像石》，山东美术

出版社，2000，第 86-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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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ˉ 托博山炉侍女画像砖，常

州南郊戚家山南朝晚期画像砖墓出

土 [ 图像引自郑岩：《魏晋南北朝

壁画墓研究（增订版）》，文物出

版社，2016，第 66 页（右）]

图17ˉ邺城遗址北吴庄佛教造像埋藏坑出土佛教造像中的博山炉图像：1.东

魏武定二年（544）和毗沙李迴香造太子思惟像底座博山炉图像（笔者自绘）；

2. 东魏武定六年（548）仵文贤造释迦像底座博山炉图像（笔者自绘）

1 2

（二）图像渊源

博山炉图像遗存是云冈石刻博山炉形

象的另一重要来源，西汉中后期伊始，墓

室中的器物有从实体形态向图像形态转化

的情形。 图像中的博山熏炉也分为两种

情形，一种是熏炉作为独立的对象存在，

另一种则是作为人物形象中手持的道具。

前者主要见于陕北的画像石中。陕北地区

靠近当时的都城长安，该地区的人们对上

层社会所使用的博山炉更为了解，更加清

楚它所代表的意义，而其他地区的人们可

能没有那么强烈的感受，因此，陕北地区

的人们更希望死后可以有博山炉陪葬，但

囿于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以及当地条件

限制（包括因当地作坊水平较低而无法生

产此类器物），无法使用明器博山炉来随葬，

只能通过其他方式来弥补这种缺憾，这种

强烈的愿望催生了墓室中的博山熏炉画像，

并得到时人的一致推崇。在当地人观念中，

它具有与明器博山炉同等的功效。通过这

种转换，人们便认为墓主人拥有了“梦寐

以求”的博山炉，与那些生前为达官显宦

的死者一样，可以凭借博山熏炉的神奇力

量，在死后世界实现长生与升仙的愿望。

如陕西绥德墓门楣画像（图 14），在图像

下方左右各有一博山炉图像，东汉杨孟元

墓墓门门柱上也有对称分布的博山炉图像

（图 15），层层阴刻山形纹路。

作为图像化的熏炉，除了在造型上模

仿生器之外，还通过在图像中加入其他符

号，利用符号的交织等方式，创造出新的

图像语汇，从而丰富了熏炉图像的内涵。

如在米脂官庄东汉墓、米脂党家沟东汉墓、

神木大保当汉墓出土的博山熏炉，清涧墓

墓门左、右立柱画像中的博山炉图像，皆

在托盘上表现了嘉禾。 这也为后世的博

山炉形象塑造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另外，

这些博山炉除了阴刻山形纹路或以阴刻线

分割炉体和炉盖之外，仅留下了特征较为

明显的外轮廓。由于这些画像石都是以刻

绘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制作的（陕北地区出

土的许多带有墨线勾画，甚至彩绘的画像

石都说明了这个情况），因此随着时间的

流逝，墨迹消失，仅留下刻凿的轮廓。

手持熏炉图像人物常为侍女，如陕西

西安曲江翠竹园西汉墓墓室南壁绘一侍女

手捧博山香炉。 河南南阳地区也出土了

不少侍女手捧博山香炉的画像石，据应劭

《汉官仪》中记载 :“尚书郎入直台中，

给女侍史二人，皆选端正，指使从直，女

侍史执香炉烧熏，以从入台中，给使护衣。”

可知侍女捧炉图为当时豪强贵族日常生活

的真实写照。

魏晋南北朝时期墓葬中，也有类似的

持博山炉人物图像。在常州南郊戚家山南

朝晚期画像砖墓中，有一块托博山炉侍女

画像砖（图 16），博山香炉下有承盘，炉

柄上托半球状炉身，上有重山形盖，山巅

立一振羽翘尾的朱雀。博山炉上的鸟形钮

从汉代以来一直存在，如广州汉墓中出土

的一件铜博山炉（M5036：26），炉盖呈

圆锥形，顶有凤鸟形钮。湖南永州鹞子岭

出土的汉代铜博山炉和衡阳空军医院 M4

出土的“长沙王后博山炉”，盖钮皆为一

立鸟。再到后来的百济金铜大香炉，顶上

也有一凤鸟形钮。从这一图像来看，似

乎南朝的博山香炉仍然沿袭着汉代的旧

制。

襄阳贾家冲墓则有羽人捧博山炉画像，

墓中同时还有佛像、供养人、孝子故事、龙、

凤鸟、莲花和忍冬等图案，各种不同的文

化因素集中在同一座墓葬中，既体现了汉

代升仙思想的延续，也反映了当时佛教文

化因素的影响。

整体来看，图像熏炉与实物熏炉相比，

造型更加简洁朴素。对于博山熏炉这种器

物而言，博山饰是它最典型的符号，因此

在明器熏炉中，除了炉盖饰博山这点不变

外，其余部分都有简单化处理的趋势。而

在博山熏炉的画像中情况似乎有所变化，

实物中一再被强调的“博山饰”在图像上

却受到削弱或有意弱化。我们在博山熏炉

盖上所见的“博山”或者“花蕾”，有时

在图像上仅能见到一个略有起伏、如树冠

状的轮廓。 由于雕刻工艺的限制，与实

物博山炉相比，云冈石窟中的博山炉形象

更加接近汉代图像中的博山炉。并且与独

立的实物相比，图像更容易与新的元素结

合，发展出新的形式与内涵。云冈石窟中，

博山炉图像的组合样式已经非常丰富，除

了与供养菩萨、飞天、僧人、世俗供养人

等组合之外，还有双狮、力士、大象等组

合形式。

此外，博山炉自身也加入了新的元素。

在一些博山炉图像中，两侧有延伸出卷曲

的类似植物的枝蔓，如第 15 窟西壁第 2 层

南侧和中部佛龛底座上的博山炉，这类枝

蔓并不似后来的莲蕾，设计意图或许是参

考了博山炉上的嘉禾图像，这一特点也值

得关注。

四、新的形式——以邺城佛教造像为例

云冈石窟的造像模式基本奠定了后来

中国博山炉供养图像的样式，并在此基础

上不断发展。534 年，北魏分裂，东魏迁

都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后邺城又成

为北齐都城。邺城佛教在东魏北齐时达到

顶峰，上承北魏传统，下启隋唐宗派，从

佛寺格局到造像样式，在中国佛教史上占

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史载邺城“都下大

寺略计四千，见住僧尼仅将八万。讲席相

距二百有余，在众常听出过一万”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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邺城遗址北吴庄佛教造像埋藏坑中，出土

了大量东魏北齐时期的佛教造像，还有少

量北魏和隋唐时期造像。如北魏太和十九

年（495）刘伯阳造释迦像，底座为博山

炉，炉体和炉顶皆伸展出枝叶和莲蕾，两

侧为单膝跪地的供养人形象。东魏武定二

年（544）和毗沙李迴香造太子思惟像（图

17-1）、武定四年（546）道智造释迦

像、武定六年（548）仵文贤造释迦像（图

17-2）等，底座皆为莲花式样的博山炉，

两侧为双狮。

到邺城佛教造像中，双狮与香炉几乎

成了固定的组合形象，且这些造像中的博

山炉形象，已经不复云冈时期的朴素，莲

花纹样从底座向炉柄、炉身蔓延，两侧常

常延伸出花枝与莲蕾或莲叶，博山炉的形

象朝着精美繁复的方向发展。

结语

佛教造像中博山炉形象既是汉代博山

炉的延续，也是佛教与中国文化相互交融

的历史见证。首先，佛教造像中的博山炉

形象出现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它的前身

为印度佛教造像中的香炉或火坛图像，在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鉴于汉传博山炉与印

度佛教火坛的功能与形制相近，当地工匠

用人们更为熟悉的博山炉形象取代了原

有的火坛或香炉。其次，云冈石窟中的博

山炉形象主要来源有二。一是实物参考，

包括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日常适用的博

山炉和丧葬所用的明器。魏晋南北朝时期

铜博山炉沿用汉代样式，但已经趋于衰

落，随着制瓷技术的发展，陶瓷博山炉成

为主流，并发展出新的样式。二是图像依

据，汉魏之际人们将博山炉图像描绘在墓

葬中，以期达到明器博山炉的效果。随着

佛教在中国的传扬与兴盛，博山炉成为象

征虔诚之符号，并刻在佛教造像上。云冈

石窟造像模式对后世的佛教造像影响深

远，奠定了后世佛教造像中的博山炉供养

模式。

图像博山炉与实物博山炉相比，更易

与新的元素结合，衍生出更加丰富的形式

与内涵。后世佛教造像中，博山炉图像内

容与组合方式更加丰富，但整体来看，博

山炉主体形象仍旧清晰可辨。虽然在文化

记忆中，灭佛运动以及禁香令的影响，造

成汉魏之间博山炉图像的传播存在 400 年

的间隔，但二者之间的主要渊源关系仍旧

非常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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